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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律师公会动员与组织抗战述论
1

赵 霞

【摘 要】：九一八事变， 日本侵占东三省， 进攻上海， 进逼平津， 侵略华北， 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具有

爱国传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 一个有作为的政府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成为挽救民族危

亡的关键， 包括上海律师公会在内的各律师公会在社会动员与组织抗战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是通过舆

论宣传，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与暴行， 动员民众， 推动政府组织抗战； 二是积极参与国防建设， 配

合国家军事备战； 三是不遗余力为抗战提供经济援助与后勤保障； 四是竭尽所能反对租界当局破坏抗战。 上海

律师公会对动员和组织抗战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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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是在外力推动与主权危机的刺激下开启的，从缺乏组织性与流动性的分散乡村社会向极具流动性的市镇

社会转型，具有显著的传统与现代二元特征。连年战乱与动荡加剧了社会失序，社会分散性与缺乏组织性的特征更加凸显。政

府的腐败无能与民众的缺乏组织性加剧了近代中国的主权危机。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旋又进攻上海，进逼平

津，侵略华北，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具有爱国传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

一个有作为的政府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关键，包括上海律师公会在内的各律师公会抨击国民政府“攘外安

内”的错误政策，在敦促政府改弦更张、发动民众、组织抗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1 年 9 月 30 日，上海律师公会召开全

体会员大会成立四个专门组织：一是研究抗日方针组；二是军事备战组；三是经济组；四是舆论宣传组
[1]
，从不同的层面负责上

海律师公会抗日工作。本文拟从政治介入、舆论宣传、军事备战、经济援助等多角度考察上海律师公会在 1931 年至 1937 年期

间的社会动员与组织抗战活动。

一、利用舆论宣传，揭露日本侵略野心与日军暴行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虽明目张胆但也极具欺骗性。上海律师公会接受陈霆锐律师的建议，成立对外宣传组，负责抗日宣传

工作，一方面敦促国民政府公开中日条约内容，揭示日本侵华战争根源，另一方面公开日军暴行，促使国人丢掉幻想，揭露日

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推动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积极发动民众抗日、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以及对日本侵略实施制裁。

其一，敦促国民政府公开中日条约内容，揭露日本侵华战争根源与侵略野心。1931 年 9 月 18日，日本悍然出兵东北，遭到

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军民的强烈抵抗。但日本方面却掩盖侵略事实，欺骗舆论，妄言是在条约范围内保护既得权益，国人

虽知日本强词夺理，但其言论也具有一定欺骗性、迷惑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妨碍了国人寻求

国际支持与制裁，不利于动员全民族抗战。

对此，上海律师公会一方面由宣传组负责编印日本侵略满蒙之田中奏折分发民众，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另一方面接

受单毓华律师建议，要求国民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向社会各界公开所有中日条约内容，交全国各社会团体研究缔结条约真相，

揭露日本侵略阴谋，发表谴责日本侵略的宣言，动员民众抗日，形成全民族抗战。
[2]
国民政府对上海律师公会的建议十分重视，

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民国律师公会档案文献收集、 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 19ZDA216）； 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武汉律师公会研究 （1912—1949） ” （项目编号： 20YJA77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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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主席令文官处转交行政院饬令外交部办理。文官处向上海律师公会说明外交部正在着手编印，上海律师公会则催促外

交部从速刊印。外交部向上海律师公会解释说已经刊出了红皮书和白皮书两种版本的国际条约，因日本侵略东北，社会需求激

增，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已在汇集整理中日条约，拟刊行汇编供国人参考，目前总目录已经完成，中日条约汇编出版后自当交

由各团体研究。上海律师公会认为国难当头，社会急需，关系到国家危亡，再次呈文外交部从速刊印。面对上海律师公会接二

连三的催促，外交部总务司特向律师公会函寄《国际条约汇编》，并强调正在赶印《中国东三省国际条约汇编》，“一俟印就

即当奉上”。
[3]

其二，公开日军暴行，动员社会抗战，推动国际制裁。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律师公会召开紧急执监联席会议，要求全体会

员律师即日对日本经济绝交，公开日军暴行：一是撰写宣传文稿分发各报馆、通讯社记者新闻界刊发；二是创办宣传刊物，如

王屏南律师主办《御侮》周刊等。
[4]
至于如何公开日军暴行，10月 25 日，上海律师公会宣传组根据马崇德律师的建议，将日军

暴行编印成通俗易懂的小册子，深入城市和乡村宣传。

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烧杀掠抢，人民财产损失不计其数。3 月 10 日，上海律师公会通过报纸等方式，向上海市民

搜集日军在上海有关文字或摄影等形式的暴行罪证，编制成册汇集刊印，向世界公布日军野蛮行径，寻求国际公判与制裁。
[5]

不仅上海律师公会直接向上海民众搜集，同时也号召全体会员律师搜集日军暴行证据。日本侵略上海，烧杀淫掠等暴行虽

经国内报纸详为披露，但国际舆论仍不明真相，上海律师公会认识到国际宣传的重要性，要求律师会员搜集所有与日本暴行有

关的新闻消息、照片、摄影，送交公会汇集成刊，翻译成各国文字，分发各国揭露日军狰狞残暴的丑恶嘴脸，形成公正的国际

舆论，而且作为战后国际审判依据。公会强调，搜集日军暴行证据、从事国际宣传是各律师会员的特有责任，希望各方努力搜

集。
[6]
经过努力，上海律师公会先后搜集、编印多种抗日宣传刊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文版《日本侵华通史》《国难特刊》

等，英文版《在华外人对日本侵华暴行之评论》等。
[7]

为制止日本侵略，寻求国际支持，上海律师公会于 1932 年 2 月 25 日致电中国驻日内瓦国联代表颜惠庆博士转国联各国代

表、各国律师团体及各国国会议员，揭露日本在上海的侵略暴行，敦促国际社会尽快制止日本侵略，警告国际社会如果再苟且

偷安、纵容日本扩大侵略，世界将再次陷于全面战争的深渊。
[8]

虽然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但战争造成的物资紧缺和精神创伤非短期内所能恢复，而且华北危急甚于淞沪之战。为使上海乃

至全国民众不忘淞沪战争的前车之鉴，警醒日本灭亡中国之危险，上海律师公会向上海各团体、各法院、各会员发起淞沪抗战

周年纪念活动，在一二八纪念日当天停止办公。司法行政部以临时放假须经国民政府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为由没有派员参加，

但上海市党部和各公团等均积极响应，应约参加。
[9]

二、参与国防建设，配合国家军事备战

日本的侵略虽遭中国军民顽强抵抗，但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凭借先进的军事装备，步步进逼，长驱直入。对

此，上海律师公会不仅敦促政府改弦易张、动员民众抗日，而且成立军事组织加强军事训练，组建义勇军奔赴抗日战场，积极

筹款支持国防建设，加强军事备战。

其一，组建义勇军奔赴抗日战场，配合十九路军抗战。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律师公会召开会员大会，接受俞钟骆律师等提

议，成立军事备战组织，加强军事训练。俞钟骆指出，国难当头，上海各团体都已着手军事训练，上海律师公会军事组尚未行

动起来，究竟是扩充抑或解散，都没有任何表示，如果决定扩充军事组织，则应聘请军事教官制定训练办法，动员会员参加，

并要求全体执监委员参加。吴国昌律师进一步强调，执监委员全体参加既可以体现律师公会对军事训练的重视，又可调动全体

会员参加的积极性。史良律师则建议借鉴嘉兴律师公会浙江省政府职员全体参加军事训练的经验，不分老少全体参加。瞿钺律

师则对全体会员参加军事训练表示反对，认为律师应注重本职工作，爱国工作不能随大流。经大会讨论，否定了瞿钺律师的主

张，决定律师公会执监委员全体加入军事组，进行军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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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律师公会不仅对会员进行军事训练，而且支持会员组建义勇军奔赴抗日战场。对于日本的武装侵略，虽有律师主张法

律解决，但也有律师如王屏南等激于民族义愤，弃职从戎奔赴抗战前线，并得到上海律师公会大力支持。在王屏南律师看来，

中国如不进行军事抵抗，势必沦为朝鲜第二，他毅然弃职从戎，加入组建、训练义勇军等武装斗争的行列。1931 年 10 月，上海

各团体成立“抗日救国义勇军委员会”，王屏南律师被推举训练上海市民义勇军，先后训练义勇军达 4000 余人。1932 年 1 月

28日，日本侵略上海，上海民众纷纷自愿组织抗日武装支援抗战。2月 2日，王屏南律师率领 214 名义勇军加入十九路军抗战，

3月 1日宝山一役，击退日军进攻，王屏南率领的义勇军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参加宝山抗战的翁照垣旅长指出，如果没有王屏南

率部坚守，日军登陆致我旅腹背受敌，被敌人包围很可能全军覆没。
[10]
十九路军退守第二防线后，王屏南等则退守松江，继续

从事宣传与军事训练。因缺乏机关枪高射炮等重型武器，王屏南律师目睹日机横行肆虐，痛心疾首，返回上海后向上海市民及

各公团请求援助
[11]
。上海律师公会对王屏南的英勇抗敌行为致函表达敬意，“闻讯之余，无任佩慰，将来杀敌致果当可有期”，

要求上海律师公会抗日救国经济委员会予以经济支持。
[12]

其二，支持中国航空建设，配合国家军事备战。经过东北和淞沪抗战，上海律师公会等社会组织认识到空军在国防建设中

的重要性。自日本侵略东北以来，日军凭借先进武器尤其是飞机狂轰滥炸长驱直入，榆林关失守，热河相继沦陷。我国抗日将

士虽拼死抵抗，但收效甚微，非战力不强，实乃武器落后，空军弱势，制空权丧失，使中国军队时时处于被动挨打境地。对此，

国人大声疾呼，提倡捐输以建设空军。

近代中国财政匮乏，国库空虚，政局动荡，国防工业十分落后，航空建设需要民间社会的大力支持。为此，上海各社会团

体于 1932 年 11 月成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寻求国际国内社会广泛支持。航空建设协会推举常务理事翁照垣为全权代表，负责

寻求海外华侨的支持。航空建设协会的极力倡导和呼吁得到民间社会组织的积极响应，其中上海律师公会立即召开执监会议动

员会员加入。
[13]

对于航空工业建设的重要性，上海律师公会在淞沪抗战中感触至深，不仅认识到飞机在空战中至为重要，而且

认识到高射炮是防空之利器；淞沪抗战若有充足的高射炮等武器，敌机也不至于如此猖獗，高射炮对打击敌机肆意轰炸，能起

到有效防空作用，飞机、高射炮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高射炮更易奏效。对此，上海律师公会采纳朱扶九等数十名律师提议的

征收防空捐建议，制定了四种劝募防空捐办法：一是公会捐献公款 3000 元；二是会员捐募；三是会员自捐 10 元以上；四是由

代理律师向每一案件当事人收 2 元防空捐，自己也捐 2元大洋匹配。与此同时，将律师公会增募防空捐公告张贴各律师事务所。
[14]

上海律师公会等社会组织利用各种机会、采取一切办法动员社会捐助，支持国防航空建设。1936 年 10 月 31日，是蒋介石

50 寿辰。是年 3 月，中华航空协会借此发起为蒋祝寿募款购机活动。4 月 1日，上海律师公会召开执监联席会议决定接受姚健

律师提议，购军用战斗机一架，定名“律师号”，经费由全国各地律师公会会员共同分担，每人 10 元，不足之数由公会补足，

此外还建议法院系统也捐购一架飞机，组成法界双机献呈。
[15]
4 月 19 日，上海律师公会召开会员大会确定捐助办法：（一）制

订福禄寿喜四种认捐办法（福字 100 元，禄字 50 元，寿字 25 元，喜字 10 元）；（二）公会捐助，参照上海市其它公团捐款数

额捐助 1 万元左右；（三）号召全国各律师公会筹款购机。
[16]
5 月 8 日，上海律师公会号召各会员、各律师公会尽力募捐。中华

航空协会为此还专门成立上海市募款购机祝寿委员会，致函上海公会募捐。受此推动，上海律师公会决定在上海市发起募捐 100

万元，购军机 10 架，编为一队，定名“中正”队，作为祝寿贺礼。上海律师公会不仅在上海市的捐募得到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

而且建议全国各律师公会制定筹款办法筹募捐款，于 6月 15 日前交由上海律师公会汇转。
[17]
但截止捐献之日，捐者不少，未捐

者也甚多，庆祝会来函催款，公会依照大会决定捐款，再次号召全体会员继续踊跃捐款。
[18]

三、为抗战提供经济援助与后勤保障

经济援助与后勤保障是上海律师公会支持抗战的另一种方式。九一八事变，上海律师公会成立经济组，一方面号召全体律

师对日经济绝交，不得与日本律师合作，已接受日本人委托案件即时解除，未接受者一概不准再接受，有租日本人房屋为事务

所者一律退租，并不得代理曾受到抗日会制裁之人的辩护或办理交涉事情。另一方面，组织捐款、募捐筹集经费支持抗战。

其一，组织募捐支持上海抗战。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坚持抗战长达一个多月。但国民政府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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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援助，十九路军陷入孤立无援境地。上海律师公会组织募捐，成立募捐保管委员会，通过向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救国义

勇军、义勇军联合办事处等社会团体捐助，支持十九路军抗战。
[19]

上海律师公会致函全国各律师公会，要求加大募捐力度支持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函文指出，上海抗战绝非局部问题，关乎

全国领土完整与安全，如果放任日本侵占上海得逞，则其又会继续侵占其他国土。实际上，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占国土，

屠杀人民，压迫政府，全国人民誓言抵抗，但寄希望于国民政府，受制于国际条约，轻信国联调停，导致不断妥协退让。日本

认为国民政府软弱可欺，得寸进尺，不断进逼，日军凭借海陆空军，以租界为据点进犯上海闸北，繁华都市遭到严重破坏，人

民惨遭无辜杀戮。所以，上海律师公会实行募捐总动员，不仅号召全体会员募捐 10 万元，而且发动全国各律师公会募捐，支持

十九路军抗战到底
[20]

。上海律师公会的呼吁，先后得到宜昌、武昌、天津、北平、吴县等地律师公会的响应与支持。

随着上海抗战的持续，日军主力云集上海，上海律师公会建议政府督促张学良乘机出关收复失地，配合上海抗战。上海律

师公会于 2 月 26 日致电张学良出关抗日，收复失地。同时联合潮州旅沪同乡会筹款抚恤阵亡将士家属，与妇女团体、捐助军用

服装会一起购赠望远镜，应国民救国会和前线某旅长的请求，购赠卡车一辆（价 6000 元），从经济委员会保管捐款项下拨付，

车主受到感动，自愿捐款 2000 元购赠军服。上海律师公会推举李时蕊、谭毅公等委员出席 2月 28 日上海抗日血战周月纪念会，

募款筹办伤病医院。

尽管上海律师公会在沪战后已无余款拨付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但激于民族抗战，感于东北义勇军的艰难处境，姚健等律师

建议公会继续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姚健表示，东北沦亡，又遇水灾，进入冬天，义勇军虽饥寒交迫，仍坚持抵抗，相比上海

居民的安居生活，难以自安。在姚健这些律师看来，正是东北义军的坚持抗战与牵制，才有上海停战协定，后方人民理应支持

东北义军抗战，尽到应尽的责任。姚健要求所有会员自本日起，节衣缩食，将节俭经费捐给东北义军，直至抗战结束，同时要

求所有会员参与募捐。姚健强调人们要有国家观念，东北与上海唇亡齿寒，绝对不能坐视不理。上海律师公会采纳姚健会员的

建议，律师公会大会决定所有会员从 11 月开始，每月捐赠 3元以上，多捐不限。
[21]

其二，救济难民激励民众抗战。1932 年 3 月 3日，中日签订上海临时停战协定。淞沪战争导致数十万难民无家可归流离失

所，妇孺为数更多，更有不肖之徒乘机拐卖妇幼，甚至出口转卖。为此，上海有关社会组织专门成立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

实施救济，办理救护收容，遣返难民。在上海难民救济中，尤其重视对妇孺的救护，一再要求相关救济组织与救济人员对于贩

卖、拐卖妇幼之徒，就近押送捕房依法提交法院查究。难民临时救济会要求上海律师公会指定专任律师办理，上海律师公会推

举杨志豪、黄翰律师专门负责此类案件。
[22]

1933 年 8 月 27 日，战区灾难救济会要求上海律师公会号召各会员积极认购马戏券救济灾民，得到上海律师公会的响应。该

救济会指出，日军铁蹄所至，房屋尽成废墟，人民饱受蹂躏，颠沛流离亟待救济。中华国术大马戏团来上海表演，决定将演出

收入提成救济灾区难民。战区灾难救济会表示，素仰上海律师公会同仁热忱公益慷慨为怀，所以请公会认购马戏券，既可娱乐

身心又可实施救济。救济会的呼吁再次得到上海律师公会的积极响应。
[23]

11 月，上海成立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第一次筹备会决定以上海律师公会、上海市商会、上海总工会、上海会计师公会为

发起团体会员。12 月，该会租借新世界举行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并请上海律师公会共同主办。该游艺会向上海律师公会表示，

日军暴行致东北难民举步维艰，后方民众理应救济，希望上海律师公会继续发扬一贯抗日与救济国难之志，企盼与上海律师公

会推诚合作共策进行。对于游艺会诚邀，上海律师公会一方面对其救济东北难民之举表示赞同，另一方面致函婉言谢绝，公会

表示“不敢妄负空名贻讥尸位”，名不副实。
[24]

尽管如此，游艺会仍然以上海律师公会等名义举办，筹集到一定款项。因进入

冬季，前方抗日将士冰天苦战，手足冻裂，御寒衣物极度匮乏，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密电后方各省市党部领导民众团体筹备

御寒物品，并派代表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遵令要求上海各团体照办。上海市商会召集工商学各

界代表商定慰劳办法，决定成立上海市各界慰劳抗日将士委员会，聘请各界人士担任委员，所有筹款及各项应办手续概由委员

会办理。因所需款项甚巨，而游艺会所筹集款项尚未转交难民救济，特向包括上海律师公会在内的游艺会致函，要求拨付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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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各界慰劳抗日将士委员会购买慰劳物品。上海律师公会一方面致函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有关上海市党部训令，将筹集款项

拨付给上海市各界慰劳抗日将士委员会情形加以说明，一方面致函上海市党部解释既未参加也未主办游艺会筹款等问题。
[25]
1933

年 10 月，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将收支账目送上海会计师公会审查，结果发现收支手续欠缺，收支项目不符。上海会计公会特将

审计情形送交上海律师公会、上海市商会和上海市总工会，寻求解决办法。在上海律师公会核办期间，又收到上海市商会与总

工会联衔致函追问，该游艺会解释之所以出现收支账目不符情形，一是出于节省开支考虑没有聘用专业会计，二是对账目不符

作了详细证明。上海律师公会认为自始至终未参加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之组织，不便发表意见，将上海市商会、总工会联衔转

复上海市会计师公会。
[26]

通过上海律师公会等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上海营造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全民族抗战的氛围。上海律师不仅

响应公会的号召积极捐助，而且慷慨解囊。1933 年 7 月 25日，上海律师凌启鸿不忍东北同胞流离失所，爱国将士暴尸郊野，毅

然将自用汽车捐献，以步当车，节衣缩食，请律师公会指定一团体捐出。上海律师公会称赞凌启鸿“见义勇为、热忱可钦”，

律师公会建议凌启鸿律师变卖汽车以现金捐助。凌启鸿则坚持将自用汽车捐助实力仅能及，一来初到上海，人地生疏，难以脱

售，二来以现金捐助不足以激励民心。
[27]

其三，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激励抗日将士英勇杀敌。1932 年 5 月 5 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律师公会没有局限于上

海一域，仍以各种方式支持全国抗战。一面向政府建言，敦促尽快收复东北，一面向东北义勇军、卫国阵亡将士遗孤各募集捐

款 1万元。
[28]
上海律师公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突破法律限制，毅然介入抗日救国的政治运动中来，上海各团体各阶层对上海律

师公会的抗日义举表示赞同和钦佩，既有抗日组织要求律师公会提供支援，又有救国团体纷纷要求加入，共赴国难。1932 年 10

月 25 日，东北义勇军后援会要求上海律师公会将沪战中所募集余款拨付充当事务经费。该后援会先后得到上海律师公会的捐赠

20万元全部用于支持义勇军。后援会常年办公经费因事务繁多，入不敷出，要求上海律师公会将沪战期间募集余款拨付，被上

海律师公会拒绝，径直将所有余款直接拨付给东北难民救济会。
[29]

正如上海律师公会所料，淞沪战争后，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1933 年 3 月，察哈尔沦陷，热河弃守，平津危急，华北危急。

冯玉祥、方振武等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张家口誓师抗日，收复多伦、察哈尔等失地，挥戈北进，东北义勇军乘势奋起，直

捣长春。但日军增兵数万，凭借先进武器，义勇军械劣弹乏，后援中断，前方缺乏医院，药品匮乏，受伤将士不胜痛楚，甚至

举枪自杀。政府受制于协定条约不予救援，而全民责无旁贷，自应奋起救济。上海律师公会一向积极抗日、救济难民、抚恤伤

亡，不遗余力，久为中外钦佩。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便向上海律师公会请求筹拨款项，派员救济抚恤，援助医药，救死扶伤，购

买食物衣服，使受伤健儿有医治之所，前线将士益加奋勉。上海律师公会义不容辞，号召各会员律师尽力捐助，为国效劳。
[30]

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民族存亡迫在眉睫，与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各阶层各团体以各种方式支持抗

战。在上海律师公会倡议全国律师公会积极募捐支持抗战的同时，潮州旅沪同乡会成立救国委员会，提出抚恤抗战死难官兵家

属案，倡议全国各团体募捐支持，得到上海律师公会等各团体的积极响应。东北马占山、上海十九路军抗战，全国振奋，举国

民众，共赴国难。潮州旅沪同乡会向上海市各团体、各省市县各团体、海外各埠华侨各团体倡议，愿为捐躯官兵家属善后，以

报死难将士，激励抗日将士勇于牺牲之决心。潮州旅沪同乡会认为抗属抚恤等重大问题，非合群力不能支撑，因此电请各社会

团体一致赞同筹款抚恤办法。潮州旅沪同乡会的提议，首先得到上海市商会的响应，制定募款存储抚恤办法，建议各界将募款

现金存储指定银行，由上海商会统一交前线军事当局秉公支配。潮州旅沪同乡会一方面募款 2000 元存储交通银行告知商会以备

提用，另一方面将其提案及商会募款抚恤办法一并致函上海律师公会，得到上海律师公会支持，赞同所有统筹抚恤办法。
[31]

四、反对租界当局破坏抗战

上海律师公会地处公共租界，利用法律手段联合上海各社团竭力支持租界人民抗日救亡活动。淞沪抗战期间，英美公共租

界当局放任日军捣毁华人工厂，逮捕无辜中国人民，破坏抗战。其中，1932 年 2 月 29 日，日军捣毁五洲药房，逮捕店员 11 人，

旋又非法逮捕店主项松茂等。上海市商会、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敦请公共租界工部局向日领事馆查问究竟，被租界工部局拒绝。

项松茂兄长作为上海律师与日交涉无果，于是请求上海律师公会出面救济，致函工部局敦促日本领事及日本军事当局彻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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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项松茂夙以实业救国，竭力举办慈善公益事业，竟然在公共租界遭受非法逮捕，上海律师公会通过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施加

压力，得到租界纳税华人会配合与支持，促使工部局依法调查。
[22]

上海律师公会极力反对公共租界当局干涉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1932 年 3 月 4日，十九路军退守防线，上海人民群情悲

愤，不久又听闻援军到达、击败日寇消息，租界民众燃放鞭炮，举旗游行庆祝胜利。不料遭工部局西捕房驱赶殴打，并侮辱国

旗。上海律师公会认为上海人民出于爱国热情，既非暴动又无违法妨害治安之处，工部局利用纳税人的钱滥用职权无故干涉。

顾肯夫律师在现场亲见整个过程，联合政府机关与各人民团体一致抗议，请求上海律师公会出面致函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敦

促工部局训诫捕房以后不得干涉华人爱国运动。上海律师公会的请求再次得到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33]

淞沪战争期间，十九路军 88 师独立旅长王庚退守公共租界，被日军逮捕。1932 年 3 月 5日，上海律师公会依法交涉，指控

日方违法抓捕。针对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对十九路军撤退时所发表告全市民众意见书，以及对中央不派援兵表示强烈不满情形，

上海律师公会建议救国会派代表分赴北平、洛阳及瑞士日内瓦等地宣传御侮，并资助李锦纶旅费 300 元赴日内瓦宣传游说。虽

然上海律师公会已经参与上海各团体救国会请求政府支持上海抗战，但汤应嵩等会员仍建议质问国民党中央不派援兵之原由，

并声明日兵不撤，无和平可言。上海律师公会以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心的工作一直延续到上海沦陷。

五、结语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传统国家管制失控，乡村宗族治理失效，近代国家治理体系不健全，社会失序，构建类似西方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中华民国建立，帝制退出历史舞台，但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并未随之建立，肇

始于清末的建构社会组织治理体系替代传统宗族治理的目标也未尽全功，社会组织最终沦为国家管控社会的工具，一盘散沙的

民间社会没有得到完全的改观。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国民党中央成立民众训练委员会和民众训练部加强了对社会组

织的控制，利用社会组织管理、训练民众。社会组织的普遍建立，在社会动员与组织抗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代民族矛盾激化，国家与社会对立，主权危机贯穿始终。在主权抗争与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民国北

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几乎都是单纯依赖军队片面御敌，不敢也无能力发动民众一致对外，始终在“民心可用”与“民众防

控”之间徘徊，时而选择“合作”抗争、时而又与敌人“联合”绞杀。国民党利用“国民革命”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随即背

叛革命屠杀民众。日本于 1931 年乘机发动了试图灭亡中国的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

部分爱国官兵激于民族大义奋起抵抗，上海律师公会等社会组织突破“怀言不出位”的法律限制，成立研究抗日方针、外交宣

传、经济援助、军事备战四个专门抗日小组，批评政府的内战政策，敦促政府改弦易张，出兵抗日，动员社会民众，从政治、

经济、外交与国防建设等多方面支持抗日。

针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灭亡中国的野心，无论是国民党政府、社会民众还是国际社会都缺乏清醒认识。日本蓄谋已久、

寻找借口，利用中日条约，欺骗舆论和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国内社会对日军战争暴行缺乏了解，对日本战争罪行认识不清。

有鉴于此，上海律师公会等社会团体组织律师，发动民众搜集日本在东北、上海等侵略战争中的暴虐罪证，编印宣传册，敦促

政府公开中日条约，多途径、多方式向国际国内社会宣传，使国际国内社会放弃幻想，坚定抗日决心，动员民众抗日，推动国

际社会对日本侵略实施制裁。

在民族危亡之际，抗日成为上海律师公会工作的重心。上海律师公会不仅从组织上成立四个专门小组负责抗日工作，而且

正常的组织机构也都围绕抗日工作展开，从《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可以看出，上海律师公会在抗战的组织与社会动员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敦促政府放弃内战政策，实行全民族抗战；在军事备战方面，组建义勇军奔赴抗日前线杀

敌，配合国防备战支持航空建设；在经济援助方面，组织律师捐助并动员民众募捐，支援东北义军、上海十九路军抗战，救济

伤残将士，抚恤阵亡将士家属，赈济难民；在上海租界，反对租界当局破坏抗战，动员租界民众抗战。总而言之，上海律师公

会对组织律师与动员民众进行全面抗战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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